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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对粮食工作的领导

熊 辉 仰义方

［摘要］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对粮食工作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领导，领导“米棉之战”以稳定粮食价

格; 领导土地改革以增加粮食产量; 领导公粮征收以保障国家粮食供给; 坚持公私统筹以繁荣粮食市场;

领导灾荒救济以改善人民生活，这对我们今天的粮食工作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仍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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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之前，粮食短缺，粮价飞涨，物价不稳，粮食工作任务繁重。新中国的成立为党领导粮食工

作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对粮食工作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领导，粮食价格稳

定，粮食产量增加，粮食供给得到保障，粮食市场欣欣向荣，这为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夯实了基础，

为抗美援朝的胜利提供了后勤保障，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回顾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对粮食工作的

领导，对于当今的粮食工作仍有现实意义。

一、领导“米棉之战”: 稳定粮食价格

1949 年 5 月全国金融中心上海解放，党在政治和军事上取得绝对优势，国民党敌特势力和不法

资本家却企图从经济上搞垮党的领导。不少不法资本家以银元扰乱金融市场被击败后，又囤积粮

食、棉纱和棉布，哄抬物价，扰乱市场，而此时上海存粮不到 1 亿斤，党能直接控制的粮食只有 2000

万斤，入冬前至少需粮 4 亿斤①。不法资本家得意忘形，叫嚣“只要控制两白( 米和棉) 一黑( 煤) 就

能置上海于死地”。

解放初期，上海发生了 4 次粮价波动②，引起了全国性的粮价上涨。从 1949 年 5 月 30 日至

1950 年 3 月底仅有的 10 个月的时间，粮价( 以中白粳每石成交价为例，以下同) 从 4200 元 /石上涨

到 280，000 元 /石，上涨了约 66 倍。其中有两次暴涨，一次是 1949 年 7 月 31 日，上涨了 52，800 元，

是 5 月 30 日的 13. 57 倍，较 6 月 27 日上涨了 39，000 元; 另一次是 1950 年 1 月 23 日，上涨了 249，

800 元，是 1949 年 5 月 30 日的 60. 47 倍，较 1950 年 1 月 4 日上涨了 117，500 元③。粮食是重要的战

略物资，粮价暴涨严重影响着人民生活。“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④。党和政府及时采取

了一系列措施抑制粮价上涨、保持物价平稳。一是党和政府对“粮老虎”予以坚决打击，以稳定市民

情绪。1949 年 11 月，北京市召开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29 位代表联名提出为稳定物价必须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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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毅:《陈云领导的上海“米棉之战”》，《文史博览》2003 年第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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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日; 第四次是从 1950 年 1 月 4 日至 3 月底。参见张培刚、廖丹清:《二十世纪中国粮食经济》，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81 ～ 482 页。
张培刚、廖丹清:《二十世纪中国粮食经济》，第 4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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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粮老虎”的提案。北京市长聂荣臻专门就物价问题向代表作了报告，决定把一些罪行严重的“粮

老虎”逮捕法办。于 11 月 13 日逮捕了王振廷、田雨川等 15 名奸商。上海市公安局也于 11 月 16 日

传汛了 7 家哄抬粮价、牟取暴利的米店老板，对其中情节严重的送法院依法惩办。① 对“粮老虎”依

法惩办，使人民看到党和政府处理物价上的决心和信心。二是加强市场监管，直接抛售粮食，控制

批发市场。物价的稳定关键看我们手中掌握物资的多少，只要掌握了操纵国计民生的主要物资，就

能够控制市场。1949 年第一届粮食会议拟定了 1950 年公粮调度计划，决定除去军粮和其他必要开

支外，把 51 亿斤公粮交贸易部调剂市场，华中地区调出 15 亿斤，华北地区调出 9 亿斤，华东地区调

出 17. 5 亿斤，东北调出 14 亿斤，内蒙古调出 1. 6 亿斤，西南调出 4 亿斤，共计原粮 33 亿斤，细粮 281

亿斤，折合细粮 514 亿斤②。1950 年上半年，上海的国营粮店掌握了 17 亿斤粮食，私营米店粮价为

16 万元每石，而粮食公司却只有 8 万元一石，从而有效保证了人民粮食需求，狠狠打击了不法投机

商，控制了市场主导权。

二、领导土地改革: 增加粮食产量

土地是农业生产的基本生产资料，土地掌握在谁的手中，直接关系到土地的利用效率和农业生

产的好坏。旧中国在土地分配上占乡村人口不到 10%的地主和富农，占有约 70% ～80%的土地，他

们借此残酷地剥削农民; 而占乡村人口 90% 以上的贫农、雇农、中农及其他人民，却总共只占有约

20% ～30%的土地③。不合理的土地制度，严重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
1950 ～ 1952 年中央人民政府应广大农民迫切要求，在新解放区推行土地改革运动，废除封建土

地剥削制度。1950 年 6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公布实施，规定土地改革的方针是: 废除

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党中央还专门成立以刘少奇为首的土改问题委

员会，负责指导全国土改工作。政务院颁布《农民协会组织通则》、《人民法庭组织通则》、《关于划分

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等一系列文件，为土改运动和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法律和政策支持，

并统一了各地土改过程中的方针政策。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各个解放区根据各自不

同情况，典型试验，取得经验，训练干部，进行分期分批开展土改。为了不影响农业生产的恢复发

展，各地土改多在冬春农闲季节里，并开展劳动互助合作，兴修水利。仅湖南一省，1950 年冬就动工

挖修水塘 298000 余个，堤坝 22500 座，渠沟 4139 公里，山川 1940 条，受益田亩 750 万亩④，粮食生产

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1949 ～ 1952 年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我国粮食总产量由 1949 年的 11，318

万吨增加到 16，392 万吨，增长幅度为 44. 8%，平均每年递增 13%⑤。通过土改，获得经济利益的农

民约占农业人口的 60 ～ 70%，连同老解放区全国大约 3 亿农民分得了大约 7 亿亩土地，由此每年免

除地租 3000 万吨粮食。贫农、中农占有的耕地占全部耕地的 90% 以上，原来的地主和富农只占全

部耕地的 8%左右。广大农民不仅获得了土地，还分得了耕畜 297 万头，农具 2954 万件，房屋 3870

万间，粮食 105 亿斤⑥。到 1953 年春，全国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土地改革都已完成。党领导

的土改运动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粮食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据统计，1950 ～ 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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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 国 粮 食 总 产 量 每 年 平 均 增 长 率 高 达 12. 9%，1952 年 粮 食 总 产 量 超 过 建 国 前 最 高 产

量 18. 1%①。

三、领导公粮征收: 保障粮食供给

建国初期粮食市场紊乱，粮价起伏往往带动整个物价的波动，投机势力利用粮价扰乱市场物

价。筹措粮食，保障军需和公职人员供给成为建国之初党的重要任务。此时的国家财政也并不殷

实，要想从根本上稳定物价，保障粮食供给，保证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和市场物资供求平衡，国家必须

掌握充分的粮食，正如陈云当时所说:“稳定物价关键看我们掌握市场物资多少”。粮食的多少直接

关系着人心的乱与不乱，也直接关系着国家财政收入的多少。

公粮征收是农业税的一种主要形式，国家征收起来的公粮成为国家粮食和财政收入的重要来

源，党中央和政府始终把公粮征收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党和政府对公粮征收作了严格的制度规定，

并把减轻农民负担作为根本出发点。政务院统一规定国家公粮征收的税则和税率，各级地方人民

政府不得自定或修改，这为公粮征收提供了政策和制度保障。1949 年规定征收公粮的税率为 17%，

1950 年 5 月政务院发布《关于一九五〇年新解放区夏征公粮的决定》，9 月公布《新解放区农业税暂

行条例》和《关于新解放区征收农业税的指示》等文件，公粮征收的税率由 17% 降低到 13%，同时缩

小了公粮征收的范围，从根本上减轻了公粮征收对农民的负担。1952 年 6 月，政务院发布《关于一

九五二年农业税收工作的指示》，从 1952 年夏征开始，地方附加一律取消。在粮食收购价格方面，

从全国县级以上市场 6 种粮食( 小麦、稻谷、谷子、高粱、玉米、大豆) 加权平均收购价格来看，1952 年

比 1950 年提高 8. 8%②，农民种粮积极性空前提高。

公粮入库、保管和运输工作是公粮征收工作能否顺利完成的关键，公粮征收实行分级层层管

理。国家公粮、县地方粮分别入中央粮库和公粮库; 中央设粮食管理总局，受财政部领导，大行政区

设粮食管理局，受中央粮食管理总局以及大行政区财政部双重领导，省设省粮食局，受大区粮食管

理局及省财政厅双重领导，专区和县设粮食分局及中央公粮区库、分库等，严格执行粮库管理和检

查制度。1950 年 3 月政务院发布《关于统一国家公粮收支、保管、调度的决定》，1950 年 7 月中财委

发出了《关于组织夏征公粮运输入库的指示》，对公粮保管、运输做了统一部署和安排。同时，党在

公粮征收过程中还与反革命分子和土匪展开了激烈的夺粮保粮斗争，不少干部因公粮征收献出了

宝贵生命。

四、统筹兼顾公私: 繁荣粮食市场

建国初期 5 种经济成分并存，粮食市场实行自由销购。国营经济处于领导地位，国营粮商在粮

食市场上也处于领导地位。私营粮商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的继续存在有利于繁荣粮食市场，因而

应加以利用，另一方面因不法粮商的投机活动扰乱了市场，因而必须控制消极方面。建国初期，党

和政府从繁荣粮食市场、稳定物价大局出发，统筹兼顾公私，既坚持加强国营粮商的主导地位，又对

私营粮商采取利用、限制的措施。

一是加强国营粮商的主导地位。粮食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国营粮商必须在市场上掌握主导权，

首先体现在批发业务上。1952 年 1 月，中财委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 3 人名义给党中央《关于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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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二年财经工作的方针和任务的报告》中指出“在主要商品的经营中，在批发市场上，国营贸易必须

继续扩大和加强领导地位; 在零售市场上，保持稳定的力量”，“在粮食经营中，国营比重应该增

加。”①1950 ～ 1952 年，国营粮食收购和销售经营的比重都在逐步上升。1950 年国家粮食收购数量

占社会上公私收购总量的 23%左右，而 1952 年则迅速上升到 73% 左右; 国家粮商销售量占社会上

公私销售总量的比重，1950 年占 20%左右，1952 年上升到 51% 左右②。确立合理的粮价，发挥计划

价格对市场价格的领导地位，是巩固和加强国营粮商领导地位的关键。党和政府要求国营粮商在

粮食经营上采取“大购大销”的方法，即同一市场在同一时间内只挂一个牌价，当市价低于牌价 5%

时，就大力收购; 当市价高于牌价 5%时，就大力销售。在“大购大销”过程中反对保守主义和官僚主

义两种错误倾向。掌握充足的粮源是保障国有粮商领导地位的坚强后盾。党中央于 1950 年发出

《对今年农副产品销售问题的意见》，贸易部发出《关于在关内各地大量收购粮食的指示》，强调加强

粮食收购，1952 年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二年粮食供应的几项规定》中要求在 1952 年收购计划的基

础上再收购 20 亿斤，这样，国有粮商掌握了充足的粮源。

二是对私营粮商采取利用、限制的办法。1950 年 4 月，中财委召开党组会议讨论调整工商业问

题，陈云指出“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工商业就要让它发展”，给它们一点“油水”③。针对当时存在

5 种经济成分的发展要先公后私的“左”倾观点，毛泽东指出，不应限制和排挤“有利于国计民生的

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④。1950 年 6 月起，党和政府对粮食行业中的公私

关系着手进行调整。在粮食价格方面，对私商合法的业务活动与国营贸易给予同样的便利，贯彻统

筹兼顾政策，制定适当的粮食销售差价和季节差价，私营粮商有利可图，积极性也得到很大提高，

1951 年底粮食市场出现繁荣景象。唯利是图是资产阶级的本性，私营粮商采取行贿、偷税漏税、盗
窃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五毒”手段牟取非法利润。党在私营工商业中领导的

“五反”运动，对打击上述非法规定现象起了重要作用。针对商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1952 年 11 月，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调整商业的指示》，按照私营商业的一般营业额不下降的要求，通过价格限制政

策，保持一定限度的粮食零售，取缔不法投机商，逐步取消代销店等办法，国营粮商在经营上居主导

地位，同时通过利用和限制的措施，私营粮商有利可图。1952 年 12 月，粮食市场上私商经营额显著

上升，一度停止经营的私营粮商又相继复业，粮食市场欣欣向荣。

五、领导灾荒救济: 安定人民生活

建国初期的自然灾害相当严重，仅 1949 年全国受灾面积就达 12747 万亩，受灾人口约 4555 万

人，粮食减产 114 亿斤，灾情分布在全国 16 个省、区，498 个县、市的部分地区，大块重灾区共 2800

余万亩，最需要救济的重灾民约 700 万人⑤。1950 ～ 1952 年，全国许多地区也接连遭受灾害。历史

上每遇重大灾害，总有数以万计的灾民无家可归或被饿死。由于党的坚强领导，建国初期的自然灾

害基本实现了“不许饿死人”的口号。

粮食是备荒度荒的重要物资和基本保证。如何帮助灾民度荒，保证灾区粮食供给，是摆在党和

政府面前的重大问题。1949 年 12 月，中央人民政府向全国发出《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1950 年 1

月发出《关于生产救灾的补充指示》，同年 2 月成立中央救灾委员会，党和政府把“生产自救，节约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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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群众互助，以工代赈，并辅之以必要的救济”作为救灾工作的方针，以领导和指导全国救灾工作。

自 1949 年至 1950 年 4 月底，政府直接拨给灾区可以救灾的粮食有 15. 4 亿斤，急救粮与救济粮

3. 4 亿斤，按每个灾民每天半斤粮食计，国家拨出的这些急救粮和救济粮，可以使 700 万最困难的灾

民维持 3 个月的生活①。建国初期，党和政府还提出建设和救灾相结合的方法，强调开展以工代赈，

兴修水利，进行生产自救。1950 年，经过以工代赈完成水利工程 5. 8 亿立方米以上，参加兴修水利

工程的灾民超过 300 万人，连其家属计算在内共有 1000 万人赖以生活②。皖北发放 1. 9 亿斤粮食，

仅江淮干堤即动员 63 万人，维持了 120 万人两个月的生活; 苏北发放粮食 3 亿多斤，动员 140 万人

参加导沂工程; 山东工赈粮 1. 42 亿斤，动员民工 70 万人，护田 620 万亩③。各地在以工代赈、兴修水

利的过程中，保证了了灾区人民的粮食供应和基本生活，也为后来的水利建设提供了重要经验。

在进行生产自救的同时，党又领导民众互助互济，帮助灾民度荒救灾。1949 年 11 月内务部召

开节约救灾会议，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救灾委员会，开展“一两米运动”，掀起群众互助，节约度荒

的高潮。自 1949 年 10 月至 1950 年 4 月，中央各机关工作人员共捐出粮食 39 万斤，华北军区 6 个

月即节约了 360 万斤，京津两市工商业界即节约粮食 78 万斤，河北省非灾区的农村进行“一把米救

灾运动”，募得粮食 1250 万斤④。“一两米运动”不仅从物质上给灾荒地区提供了物资来源，也在精

神上给予他们生产度荒的信心。为满足群众自由借贷的需要，党和政府还积极支持灾区群众建立

自由借贷关系，本着有借有还、有本无利的原则建立粮、款借贷关系。青海省 1950 年据 10 个县不完

全统计借出籽种 3. 6 万石，其中 6 个县不完全统计，借出义仓粮 1. 6746 万石，使灾贫民的 30 万亩缺

籽的土地得以按季下种⑤。河北省各村设立信贷所，全县非灾区共贷出粮食 120 万斤，政府帮助有

计划地贷给灾区农民，解决农民生产资金的困难⑥。自由借贷使余粮、余款得到充分利用，解决了灾

民对货币和粮食的需求，有利于灾民度过灾荒和繁荣农村经济。

六、建国初期党对粮食工作领导的意义

1. 为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夯实基础。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要想恢复生产，首先

必须恢复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是否拥有充足的粮食，不仅关系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关系到

整个经济系统的运行和国家政治局势的稳定。建国初期由粮价上涨带动 4 次物价上涨，给本已脆弱

的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雪上加霜。党和政府对抑制粮价上涨采取一系列的宏观措施，1950 年 3

月到 1952 年底，粮食价格逐步趋于平稳，以 1950 年 3 月全国粮食批发价格指数为 100，1950 年 12
月为 76. 61，1951 年 12 月为 88. 29，1952 年 12 月为 88. 24⑦。粮价保持稳定，物价也保持相对稳定，

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经济环境。建国初期公粮是国家粮源和财政收入的主要组

成部分，在 1950 年的财政概算中，公粮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 41. 4%⑧，1951 年国家安排一定的公

粮作为总储备粮，1952 年末库存比 1951 年增加 32. 7%。随着粮食产量逐年增多，国家掌握的粮食

逐年增多，从 1950 年开始，国家每年安排一定数量的粮食出口，从国外换回国内必须的设备和物资，

也为我国工业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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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对粮食工作的领导

2. 为抗美援朝的胜利提供后勤保障。“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物资，粮食

供应对战争的胜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950 年 10 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11 月即召开了第一次全

国财经会议，并把“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第三”确定为 1951 年的财经方针。建国初期党和

政府对粮食工作的坚强领导，为保证抗美援朝的胜利提供了后勤保证，仅从 1950 年 10 月 11 日到 25

日的两周内，运往前线的作战物资就有油料 5300 多桶，粮食 825 万公斤，油盐 25 万公斤，各种干菜

155 万公斤，马料 106 万公斤①。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农民们以开展爱国增产运动来支援我军的作

战，使全国农业生产得以迅速恢复和超过历史上最高水平，对朝鲜前线的粮食供应提供了有力的保

证”②。建国初期的粮食战线面临着保证志愿军的粮食供应和稳定后方粮食市场的双重任务，在党

的坚强领导下，后方市场粮价稳定使得物价保持稳定，后方城市、工矿区、灾区、经济作物区等的粮

食有效供应，给抗美援朝顺利进行做了坚强的经济后盾。
3. 改善了人民生活。建国初期党对粮食工作卓有成效的领导，击败资产阶级投机行为以稳定

物价，领导土地改革运动以摧毁封建土地剥削制度，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空前提高。1952 年粮食产量

达到 1639 亿公斤，比 1949 年增产 507 亿公斤，增长 44. 8%，平均每年增产 169 亿公斤，3 亿多无地

或少地的农民获得了大约 7 亿亩土地③。广大农民免除了每年向地主交纳的约 700 亿斤粮食的地

租，平均每人每年可多收入 200 ～ 300 斤粮食④。据统计，1953 年同 1949 年相比，农民留用粮食增长

28. 2%，其中生活用粮增长 33. 6%⑤，过去物价飞涨、粮食供应紧张的局面得以改变，结束了封建社

会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糠菜红薯半年粮”、食不果腹的苦日子，人民生活质量得到逐步改善，人民翻

身做了国家主人，新政权获得了人民的高度信任。
(本文作者 湘潭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博士后、湘潭大学

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教授;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 湖南 41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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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正 启 事

由于笔误及工作中的疏忽，本刊第 5 期第 49 页［摘要］中“打到蒋匪”及第 52 ～ 53 页中有数处

的“打到蒋匪”、“打到蒋介石”等，“打到”均应改为“打倒”; 第 110 页《关于〈新青年〉季刊》一文，第

四自然段中有数处的“张君励”，均应改为“张君劢”。特此更正，并向广大读者致歉。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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